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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思想迁移：引言与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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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经济期刊视野》2013 年 9 月一个长达 465 页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
针对经济学领域从 1969 年到 2012 年为纪念阿拉弗雷德·诺贝尔而被授予瑞典银行奖的
71 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每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我们调查了他/她在思想观念、学术观点
和性格方面——尤其是在政治和政策的评判准则方面——是否发生了转变。这份报告 90%
















                                                        















































































































































































时间的流逝，他们往往变得更加固执己见，这可能就是认为 35 岁时发生思想重构比 22 岁
时发生这样的重构更具重要性的理由。据此，观察者可能希望对表 1 中所记录的诺奖得主
们的思想变迁多少打点折扣，他们包括哈耶克、科斯、布坎南和贝蒂尔∙奥林，因为他们
都在 30 岁之前经历了重要的思想变迁。 
很多的学术研究指出：一个人很少在 25 岁之后经历政治观点上的根本性转变。在这
                                                        
①穆勒也在他 1854 年 3 月 23 日的日记条目中更加简洁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理），这一切可能让我们多少知道哪一边才是 优选择 。 
以相似的方式，你可能断言：思想变迁中的凭经验行事方式在某一方向上占有优势，
可证明选择那一方向更为明智。我们应该从人们重新审视其社会主义观点并脱离集体主义





































                                                        
①我提供了一些关于激励因素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克莱因的著作（2012,1253-1254）中有所记录。 














问题 2：即使你同意针对 71 位诺奖得主的调查结果，即使你承认这 71 位经济学诺奖
得主不但是某个更大的经济学家群体的代表、而且甚至是这个历史跨度——相当于这 71

















































                                                        
①这份调研报告中的“现时的”数据在我自己和夏洛特•斯特恩发表的很多文章中都引用过；而有关“25 岁时期”
的数据则从未被公开发布过，或者从未被发表的著作所引用过。 
































































并入各自的档案资料。我们还专门另外创建了一个文档来存放这 12 份问卷的回复文件。 
总主审：《经济学期刊视野》规定：期刊编辑撰写的材料的内部审查要得到另外两位
























































































































                                                        
①同样参见明斯基（1986，46，65，146，154，175，178，21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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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栏表示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程度等级。这种离散化的排序就得处处划界，这就可能
似乎夸大了其间的差异（比如说，贝克尔和斯蒂格勒之间的差异跨度是不是太大了?）。相
同的问题也存在于横栏中（并且，每个单元内所列的名字纯碎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在填表的过程中，我先排定某些诺奖得主，然后，当我接着往下排的时候，每排一位
诺奖得主，我就将其与前面已经排定的其他诺奖得主的部分情况关联参照而定位 （当然，
有时也要做些修正）。在给美国经济学家定位时，我既能够做到信心十足——这点毫无疑
问, 也无疑地凭借了某些方面作为美国人所特有的直觉；然后我再尝试着以合适的方式将
非美国的经济学家并进来。当我（在横栏中）给每个诺奖得主的名字排位时，到底把握性
有多大，这就是我对自己如此行事的质疑所在。 
附录 3：致谢 
作为主编，杰森· 布里奇曼的工作就是使《经济学期刊视野》得以正常运作，但是
对这个大项目内容的去伪存真、 定稿和润色则是一项额外的工作。他在非常短的截止日
期前就把所有工作都整合了起来，为此我对杰森心存崇高的谢意。 
我十分感谢该项目中所有作为档案资料撰稿人或者合作撰稿人的学者们，对在编辑工
作中提供帮助的保罗·穆勒和杰瑞米·霍普达尔，对 12 位回复问卷的诺奖得主以及担任
总主审的大卫·柯兰德，我深表谢意。对于其他在特定档案资料中提供了帮助的人，我在
脚注里鸣谢了。 
我需要补充的是对泰德·布莱克在思想迁移这个课题上多年来的合作表示感谢，我们
俩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学诺奖得主的思想迁移。史蒂芬·戴维斯也同样广泛地与我和
泰德合作，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在思想迁移课题上的思考。我们三个撰写了很多关于知识
分子的思想档案，这些档案至今尚未公开发表。我希望眼下这个项目将为我们所做的共同
的努力点燃新的生命火花。 
我同样对那些引导我专注于经济学诺奖得主的人心存感激。首先，我感谢尼尔斯·卡
尔森和尼克拉斯·伯格伦，他们邀请我在 2009 年朝圣山学社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作论述思
想迁移的演说。在我的演讲中，我解释说我和布莱克以及戴维斯合作的项目——当时该项
目是在实证范围内开展的范围广阔却尚无定论的研究——正遭遇严重的问题而陷入困境，
尤其是经验的可塑性问题。在我演讲之后，卡伦·合恩以其基于和 10 位诺贝尔奖得主对
话而撰写的杰出著作为题作了演讲（合恩，2009）。在其演讲中，她评论了那些接受过采
访的诺奖得主的思想迁移模式。接下来，特伦斯·基利便鼓励我开展一项仅局限于经济学
诺奖得主群体中的调研。我感谢卡伦和特伦斯向我推荐了开展这样一项研究的宝贵意见。 
